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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倩鸿，田雅丝．权衡协同视角下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生态学报，２０２４，４４（１５）：６５６７⁃６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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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协同视角下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

毛倩鸿，田雅丝∗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要：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区域，具有人地关系复杂、城乡冲突尖锐的特征，其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Ｓｓ）

功能呈现权衡或协同的复杂相互作用。 研究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 的相互关系、基于功能协调目的对其进行优化，对于缓解人地关系

矛盾、实现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苏州市为例，在识别城市边缘区基础上，选取粮食供给、产水量、

碳储存、土壤保持、生境质量、水质净化、文化服务 ７ 种关键 ＥＳｓ 进行评估，结合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和自组织网络方法探究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系及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对城市边缘区进行分类及提出优化策略。 结果表明：１） 苏州市 ９１８ 个村庄被识别为

城市边缘区；２） 生境质量与粮食供给存在极显著的权衡关系 （Ｒ（ｘｙ） ＝ －０．７７），生境质量与文化服务存在极显著的协同关系

（Ｒ（ｘｙ） ＝ ０．９５），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间 ＥＳｓ 间的关系以权衡效应为主，协同效应较少，整体权衡关系呈减弱趋势；３） 根据聚类分析结

果，可将研究区分为 ５ 类生态系统服务簇，分别为生态服务协调簇、生态服务失调簇、生态保育簇、生态游憩休闲簇以及生态风

险加剧簇；４） 提出了促进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 协调，有助于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协同关系；时空演变；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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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ｉｓｋ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ｉｓｋ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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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ｉｓｋ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ｂｏａｒｄｓ ｏｆ 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ｂｕｎｄｌ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ｗｉｎ⁃ｗ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ｓｙｎｅｒｇ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之间的过渡区域，作为距城市最近的生态腹地，拥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基

础，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Ｓｓ）和优化城镇格局方面扮演重要角色［１］。 受中心城市对外扩

张以及乡村城镇化的双重作用，城市边缘区生态资源被侵占，人口、产业集聚等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大量污染等

负外部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具有人地关系复杂、空间冲突尖锐的特征。 有关城市边缘区生态方面的研究

日臻丰富，如景观格局分析［２］、生态脆弱性［３］、生境服务评估［４］ 等，为本文研究奠定认知基础，但仍存在以下

不足：①以往研究在空间范围划定上，往往依照相关上位规划的行政边界和道路为标准，将其作为城市中心的

附属区域，未对城市边缘区进行单独的评价和识别，这种偏定性的方法具有较大主观性，较难与城市边缘区动

态发展的速度同步，容易忽略潜在的生态环境挑战。 ②研究内容上缺乏对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 复杂交互作用的分

析。 人们对土地利用干扰方式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本身的高度动态复杂性叠加，使得特定生态系统中的不同

ＥＳｓ 呈现活跃的演变态势以及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常表现为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和相互增益的协同关

系［５—６］。 在人地冲突的背景下，城市边缘区的 ＥＳｓ 在博弈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耦合性的权衡失

调特征，难以达到最优平衡，不利于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有必要把城市边缘区作为独

立地理单元进行识别，研究 ＥＳｓ 的复杂相互作用、基于功能协调目的协同优化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对于缓解人地

关系矛盾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研究对象多聚焦于国家、生态功能区、流域或

子流域、城市群或省市等中宏观尺度［７—１２］，研究方法上运用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析、均方根差、贝叶斯网络

等多种方法［１３—１４］分析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系的变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应用上使用 ＦＬＵＳ［１５］、ＰＬＵＥＳ［１６］等模型

模拟预测未来不同情景下的 ＥＳｓ 相互作用关系演变并进行优化。 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某一单一类型优化或

两两 ＥＳｓ 之间的权衡，对多个 ＥＳｓ 间的相互依赖性关注较少。 生态系统服务簇（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ＥＳＢ）指共现于某一时空尺度上重复出现的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组合［１７］，为表征多种 ＥＳｓ 复杂交互作用

提供科学视角［１８］。 目前，已有学者基于 ＥＳＢ 探讨 ＥＳｓ 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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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１９］、自组织网络分析［２０］，研究尺度上集中于城市［１８］、省域［１９］、流域［２１］、城市群［２２］ 等大中尺度，对城市边缘

区的 ＥＳＢ 分布格局及动态演变关注较少。 村域是国土空间生态管控的最小单元，城市边缘区的村庄在城市

化进程中往往面临不同阶段的复杂人地矛盾，其生态困境呈现时空差异性。 因此，识别村域尺度 ＥＳＢ 的时空

格局，辨析不同村庄主导 ＥＳ 及其权衡特征的演变规律，有助于为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 协同优化提供差异化和精细

化的分析依据和决策支持，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可持续发展。
在长三角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苏州市作为高速发展的前沿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城市边缘区

大面积生态用地被挤占，具体表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切断了生态廊道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斑
块趋于破碎化，耕地流失，工业污染的潜在风险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ＥＳｓ 退化等生态问题极具代表性。 结

合相关学者研究［２３—２４］和苏州市城市边缘区主要生态问题，本研究定量测度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

区粮食供给、土壤保持、碳储存、产水量、生境质量、水质净化与文化服务 ７ 种关键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运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方法定性判别各服务之间权衡协同关系；以村级尺度为评价单元，基于自组织网络方法

识别 ＥＳＢ，分析城市边缘区主导 ＥＳｓ 及协调特征的时空演变规律并提出优化策略。 图 １ 为本研究的研究框

架图。

图 １　 研究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９６５６　 １５ 期 　 　 　 毛倩鸿　 等：权衡协同视角下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优化研究———以苏州市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苏州市是江苏省的地级市，下辖 ６ 个区和 ４ 个县级市，截至 ２０２２ 年末，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２３９５８．３ 亿元，
经济发展水平进入全国 ＧＤＰ２０ 强。 苏州市常住人口为 １２９１．１ 万，城镇化率达 ７４．４２％，是典型的特大城市之

一。 受上海等周边城市辐射带动的外溢效应驱动，其社会经济发展亟需大量建设用地。 在城市中心土地资源

较为饱和及市场化的驱动下，人口、产业等要素不断转移至城市边缘区，城市边缘区聚集形成大量高新技术、
商贸金融及工业等产业园区，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快速推

进也导致了景观的破碎化［２５］，工业用地的大面积开发蚕食着大量生态用地，在加剧碳排放的同时造成生境质

量退化、土壤质量恶化、水质污染等问题，对苏州市 ＥＳｓ 的权衡及退化产生一定影响。 人地矛盾不断激化，已
经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本研究选择苏州市作为案例研究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必
要性。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
地理空间数据：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数据集分别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和 Ｅｓｒｉ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２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ｖｉｎｇａｔｌａｓ．ａｒｃｇｉｓ．ｃｏｍ ／ ），采用一级分类

结果，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空间分辨率 ３０ｍ；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空间分

辨率 ３０ｍ，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土壤属性数据来源于世界土壤数据库

（ＨＷＳＤ），土壤分类系统为 ＦＡＯ⁃ ９０；道路交通、水系、行政区划等数据来源于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ｏｒｇ ／ ）；

②气象数据：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的气象数据集，包括海拔、气温、降雨量、日照时数等来自于中国气象数据

网（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利用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法获取栅格图层；
③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苏州市统计年鉴等。 其中电子地图兴趣点 ＰＯＩ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数据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３．１１ 从百度开放平台服务（ｈｔｔｐ： ／ ／ ｌｂｓｙｕｎ．ｂａｉｄｕ．ｃｏｍ ／ ）中收集。
以上所有数据重采样输出栅格分辨率为 ３０ｍ×３０ｍ。 在获得栅格尺度测算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以行政

村为基础分析单元，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分区统计工具分别计算各行政村边界范围内 ＥＳｓ 平均值，以此表征该村

ＥＳｓ 供给能力。
１．３　 研究区土地利用分析

苏州市市域总面积 ８６５７．３２ｋｍ２，平原、水域、丘陵分别占 ５５％，４２％，３％。 如图 ２ 所示， ２０１０ 年土地利用

类型以水域和耕地面积为主，占比为 ３７．１％、３４．６％，林地较少，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东山、西山和西北部的虞

山。 建设用地不断从城市中心扩张，蔓延至城市边缘区，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结构，其显著变化主要发生在苏州

市北部和南部，到 ２０２２ 年建设用地约占 ４０．４％，增幅为 ５６．２％。 此外，耕地占比下降了 １６％，成片式分散分布

在城市外围地区，水域呈现大分散大组团、条带式多样化分布，与其他用地类型之间的嵌入耦合关系较为

密切。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矩阵如表 １ 所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各类土地利用类型中，相互

转化主要发生在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之间，耕地面积呈现出最大化的下降趋势，其中耕地转向水域的面积为

３１３ｋｍ２，转向林地和草地的面积相似，为 ５０ｋｍ２左右。 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其中生态用地（耕地、林地、草地

和水域）转为建设用地的面积达到 １５４２．８ｋｍ２，占 ２０２２ 年总建设用地的 ４４．２％，成为其主要来源。 林地、草地

和未利用地的面积有所增加，但增长幅度远小于建设用地。 基于苏州市土地利用转移分析，近年来苏州市呈

现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趋势，且显著以牺牲生态用地为代价。 这种土地利用转变对区域 ＥＳｓ 产生较大负面效

应，尤其建设用地扩张往往发生在城市边缘区，这将对边缘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亟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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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区位置及其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土地利用 ／覆被特征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２

一步聚焦城市边缘区，分析其在城市化进程中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系的时空演变，明晰其潜在的生态权衡风险挑

战，有利于为生态管控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Ｓｕｚｈｏｕ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２０２２ 年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ｌａｎｄ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１０ 年 耕地 １２４７．５８ ５５．８（３．２０） ５０．１７（２．８７） ３１３（１７．９３） １３２４．０１（７５．８５） ２．５８（０．１５） ２９９３．１４

林地 ８（１２．９８） １２３．９７ ６．９８（１１．３２） １２．３６（２０．０５） ３４．２２（５５．５２） ０．０８（０．１３） １８５．６１

草地 ５．６８（３０．２９） ３．３２（１７．７１） １．５２ ４．３４（２３．１５） ５．３８（２８．６９） ０．０３（０．１６） ２０．２７

水域 １９８．３２（４５．３７） １２．５１（２．８６） ３６．５２（８．３５） ２７７５．８ １７９．１９（４０．９９） １０．５８（２．４２） ３２１２．９２

建设用地 １４０．０２（４８．０７） １７．４４（５．９９） ３９．７９（１３．６６） ９２．５（３１．７６） １９４５．９４ １．５２（０．５２） ２２３７．２１

未利用地 ０．６（７．４０） ０．６８（８．３８） ０．６（７．４０） １．２９（１５．９１） ４．９４（６０．９１） ０．０６ ８．１７

总计 １６００．２ ２１３．７２ １３５．５８ ３１９９．２９ ３４９３．６８ １４．８５ ８６５７．３２

　 　 表中（）外数据表示土地利用 ／ 覆被类型转换面积，ｋｍ２；（）内数据表示转出面积占总转出面积的比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城市边缘区识别

借鉴已有研究［２６—２７］，使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建设用地密度对城市边缘区进行识别。 用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和人口密度两个指标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建设用地

密度进行核密度分析并叠加，通过高低值生成四象限图，其中第二象限 Ｌ⁃Ｈ 和第四象限 Ｈ⁃Ｌ 为城市边缘区

（图 ３）。 在此基础之上，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随机取点工具，以随机点坐标代入实景地图，结合遥感影像及实地调研

确认是否与识别预期结果相符，使用总体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 系数检验识别结果，由此验证识别方法合理性及结果

准确性。
伴随城市扩张过程，城乡空间结构始终处于较为活跃的演变态势，使得城市边缘区的空间范围也随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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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于四象限图的城市边缘区识别

Ｆｉｇ．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ｏｕｒ⁃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ｇｒａｐｈ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化。 鉴于本研究重点关注城市边缘区内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系的演变，而非城乡空间结

构变化对 ＥＳｓ 相互关系的影响，因此将研究区域进行如下限定：本研究以现状行政区划界线为准，不考虑行政

区划边界变更的影响，并以研究终止年识别的城市边缘区空间范围为最大研究边界，将研究区域定义为研究

时段内持续为城市边缘区的地区以及从乡村演变为城市边缘区的地区（图 ４）。

图 ４　 城乡空间结构发展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估算

考虑城市边缘区人地关系特征，本研究选择粮食供给、产水量、碳储存、土壤保持、生境质量、水质净化、文
化服务 ７ 种关键 ＥＳｓ，以此探究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 的相互作用关系。

（１）粮食供给

利用 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模型和 Ｍｉａｍｉ 模型相结合计算标准气候生产潜力［２８］，综合土地自然质量、基础

设施、限制条件等因素量化修正标准气候生产潜力，得到综合生产潜力以表征粮食供给服务值［２９］。
Ｍｉａｍｉ 模型公式为：

ＷＴ ＝ ３００００ ／ （１＋ｅ１．３１５－０．１１９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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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 ＝ ３００００ ／ （１－ｅ－０．０００６６４Ｒ） （２）
Ｔｈｏｒｎｔｈｗａｉｔ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模型公式为：

Ｗｖ ＝ ３００００ ／ （１－ｅ－０．０００９６９５（ｖ－２０）） （３）
Ｖ＝ １．０５Ｒ ／ ［１＋（１．０５Ｒ ／ Ｌ） ２］ １ ／ ２ （４）
Ｌ＝ ３００＋２５Ｔ＋０．０５ Ｔ３ （５）
Ｗ＝ｍｉｎ ＷＴ，ＷＲ，ＷＶ( ) （６）
Ｙｉ ＝Ｗｉ×Ｋ ｉ （７）

式中，Ｔ 为年平均气温（℃）；Ｒ 为年降水量（ｍｍ）；Ｌ 为年平均最大蒸散量（ｍｍ）；Ｖ 为年平均实际蒸散量

（ｍｍ）； ＷＴ 、 ＷＲ 、 ＷＶ 分别为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和蒸散量决定的植被生产潜力（ｋｇ ｈｍ－２ ａ－１）；Ｗ 为研究区

域的标准气候生产潜力。 Ｙｉ 为地块 ｉ 的综合生产潜力； Ｗｉ 为研究区域的标准气候生产潜力； Ｋ ｉ 为地块 ｉ 的生

产潜力综合修订系数。
（２）土壤保持

本文采用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ＲＵＳＬＥ）来估算土壤保持量［３０］，计算公式如下：
ＳＣ ＝ Ｒ × Ｋ × ＬＳ × （１ － Ｃ × Ｐ） （８）

式中， ＳＣ 为土壤保持量 （ ｔ ／ ｋｍ２ ）； Ｒ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 （ＭＪ ｍｍｈｍ－２ｈ－１ａ－１ ）； 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 （ ｔ
ｈＭＪ－１ｍｍ－１）；Ｃ 为植被覆盖因子，无量纲；Ｐ 为水土保持因子，无量纲；ＬＳ 为坡长坡度因子，无量纲，以上因子

详细计算公式参考文献［３１］。 由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自动计算。
（３）产水量

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产水模块评估产水量，基于水平衡原理，将产水量定义为降水量减去蒸散量。 计算公

式如下：

Ｙ（ｘｊ） ＝ １ －
ＡＥＴ（ｘｊ）

Ｐ（ｘ）

æ

è
ç

ö

ø
÷ × Ｐ（ｘ） （９）

式中， Ｙ（ｘｊ） 为 ｊ 类土地利用类型 ｘ 栅格上的年产水量（ｍｍ）； ＡＥＴ（ｘｊ） 为 ｊ 类土地利用类型 ｘ 栅格上的年实际蒸

散量（ｍｍ）； Ｐ（ｘ） 是 ｘ 栅格上的年降雨量（ｍｍ）；利用栅格面积和 Ｙ（ｘｊ） 的乘积再换算得到栅格上最终产水量

（ｍ３） 。
（４）碳储存

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碳储量模块对碳储存服务总量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Ｃ ｔｏｔ ＝Ｃａｂｏｖｅ×Ｃｂｅｌｏｗ×Ｃｓｏｉｌ×Ｃｄｅａｄ （１０）

式中，Ｃ ｔｏｔ为总碳储量（ｔ ／ ｋｍ２）；Ｃａｂｏｖｅ、Ｃｂｅｌｏｗ分别为地上、地下生物量中的碳储量；Ｃｓｏｉｌ为土壤碳储量；Ｃｄｅａｄ为死亡

有机物中的碳储量；各部分碳储量参数根据文献资料获得［３２］。
（５）水质净化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 ＮＤＲ 模块，根据相关研究的污染物拦截系数与过滤量及相关参数［３３］，评估植被和土

壤对氮磷的残留效应。 该模块通过输出氮和磷来反映水的净化程度。 公式如下：
ＡＬＶ（ｘ） ＝ ＨＳＳ（ｘ） × ｐｏｌ（ｘ） （１１）

式中， ＡＬＶ（ｘ） 是栅格 ｘ 的调整负荷数， ＨＳＳ（ｘ） 是栅格 ｘ 的水文敏感性评分， ｐｏｌ（ｘ） 是栅格 ｘ 的输出系数。
（６）生境质量

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生境质量模块，作为表示生物多样性的指标［３４］。 根据生境类型敏感性和外界因素威

胁计算生境质量指数，并根据生境质量指数评估生境质量。 计算公式如下：

Ｑ（ｘｊ） ＝ Ｈ ｊ × １ －
Ｄ（ｘｊ）

２

Ｄ（ｘｊ）
２ ＋ ｋ２

æ

è
ç

ö

ø
÷ （１２）

式中， Ｑ（ｘ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 中栅格 ｘ 的生境质量； Ｈ ｊ 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 中栅格 ｘ 的生境适应性； Ｄ（ｘｊ） 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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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类型 ｊ 中栅格 ｘ 的生境退化度；ｋ 为半饱和常数。 生境质量值在 ０—１ 之间，值越高，生境质量就越高，退
化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各部分参数根据文献资料获得［３５］。

（７）文化服务

参考苏州市具体情况以及前人研究［３６—３７］，利用最大熵模型 Ｍａｘｅｎｔ ３．４．４ 平台，结合获取的“风景名胜”
ＰＯＩ 数据作为样本点数据，选取指标作为环境变量数据，包括自然和人为条件指标：坡度、距水体距离、高程、
土地利用 ／覆被以及距道路距离，将样本点数据与环境变量数据输入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测算得到评价结果［２９］。
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协同关系的量化

２．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间的相关性分析

为消除多种类型 ＥＳｓ 不同量纲的影响，本研究采用 Ｍｉｎ－Ｍａｘ 标准化法对 ＥＳｓ 进行归一化处理，具体公式

如下：

ＥＳｓｔｄ ＝
ＥＳｏｂｓ － ＥＳｍｉｎ

ＥＳｍａｘ － ＥＳｍｉｎ
（１３）

式中， ＥＳｓｔｄ 是某种 ＥＳｓ 的标准化值； ＥＳｏｂｓ 是 ＥＳｓ 观测值； ＥＳｍｉｎ 和 ＥＳｍａｘ 分别是 ＥＳｓ 观测值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在数据标准化基础上，本研究使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的非参数相关性分析来确定 ＥＳｓ 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以确定

这些交互关系的方向和强度［３８—３９］。 ＥＳｓ 之间的正相关表示协同作用，负相关表示权衡。 用 Ｒ４．３．１ 软件中的

“ｃｏｒｒｐｌｏｔ”软件包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判别 ７ 种 ＥＳｓ 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实现可视化。

Ｒ（ｘｙ） ＝
∑

ｎ

ｎ ＝ １
（Ｘ ｉｊ － Ｘ）（Ｙｉｊ － Ｙ）

　

∑
ｎ

ｎ ＝ １
（Ｘ ｉｊ － Ｘ） ２

　

∑
ｎ

ｎ ＝ １
（Ｙｉｊ － Ｙ） ２

（１４）

式中， Ｒ（ｘｙ） 为相关系数，值域［－１， １］，若 Ｒ（ｘｙ） ＞０，表示两个服务之间存在协同关系； Ｒ（ｘｙ） ＜０，意味着两个服

务之间存在权衡关系。 Ｘ ｉｊ 和 Ｙｉｊ 表示不同类型 ＥＳｓ 数据值。
２．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簇

基于 ＥＳｓ 评估结果，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ＳＯＭ）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１４，２０］。 ＳＯＭ 方法结合了主成

分分析和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分析方法，通过近邻关系函数保留输入空间的拓扑结构并在分析中添加空间信息，运
用竞争学习策略，依靠神经元之间互相竞争，逐步优化网络，实现分类处理［１８］。 本研究将苏州市城市边缘区

作为样本输入，利用 Ｒ４．３．１ 中的“ｋｏｈｅｎｅｎ”软件包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 最佳分组数通过计算 ２—１５ 类时的

Ｄａｖｉｅｓ－Ｂｏｕｌｄｉｎ 指数来确定，该指数越小，表明服务簇之间的差异越大，簇内差异越小［１４］。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城市边缘区识别结果及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

（１）城市边缘区识别结果及土地利用时空演变

本研究识别 ２０２２ 年苏州城市边缘区共 ３８３８．８ｋｍ２，占全市面积 ４４．５６％，大部分以各区中心为核心，呈环

状集聚分布在各区中心附近（图 ５）。 根据苏州市最新行政区划，城市边缘区范围内包括村庄 ９１８ 个。 选取

１０％的样本进行验证分析，总体精度和 Ｋａｐｐａ 系数分别为 ８８．８８％和 ０．８５，证明识别方法精度较高。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年随着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在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城乡要素加快渗透融合的驱动下，
土地作为空间利用表征的载体，在城市边缘区显现出大幅变化，至 ２０２２ 年以建设用地为主，占比为 ５１．６４％。
相比于 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 ９２６ｋｍ２，耕地减少了 １００９．５ｋｍ２、减幅为 ２６．２９％。 除耕地外，林地、草地和水域分别增

加了 ０．４３、１．５４ 和 ０．１３ 个百分点。
（２）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动态分析

评估苏州市城市边缘区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２ 年主要的 ７ 类 ＥＳｓ，各取平均值（表 ２），研究结果总体呈现出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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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苏州市城市边缘区识别结果

Ｆｉｇ．５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变化特征。 除文化服务呈增长趋势外，其余 ＥＳｓ 呈下降趋势。 其中研究区碳储存的年供给量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０３×１０６ ｔ 下降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３．８８ ×１０６ ｔ，降幅较大，为 ２２．９％，主要由于建设用地扩张导致固碳能力较高的土

地利用类型面积减少；单位面积产水量从 ３．２６ ×１０５ｍ３ ／ ｋｍ２ 降至 ２．１９ ×１０５ｍ３ ／ ｋｍ２，年产水量在 ２０１０ 年为

１．２５×１０９ｍ３，２０２２ 年为 ８．４２ ×１０８ｍ３，这与该区域的降雨量和蒸散量密切相关；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研究区生

产综合潜力指数均值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为 ０．４２、０．３３，粮食供给能力下降了 ２１．４３％；该区域受人类活动

影响较大，快速城镇化导致生境斑块破碎化加剧，生境质量平均分由 ０．１２ 下降到 ０．１１，整体下降了 ８．３３％。
土壤保持和氮磷输出量总体虽有波动但变化幅度较小。 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文化服务供应能力均值分别为

０．１３ 和 ０．１７，呈增长趋势，增幅为 ３０．７７％。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２

年份
Ｙｅａｒ

粮食供给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碳储存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

（１０３ ｔ ／ ｋｍ２）

产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

（１０５ｍ３ ／ ｋｍ２）

土壤保持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１０３ ｔ ／ ｋｍ２）

生境质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氮输出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ｕｔｐｕｔ ／

（ｋｇ ／ ｈｍ２）

磷输出量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

（ｋｇ ／ ｈｍ２）

文化服务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０．４２ １．３１ ３．２６ ２．２０ ０．１２ １．４６ ０．１６９ ０．１３

２０２２ ０．３３ １．０１ ２．１９ ２．１７ ０．１１ １．２５ ０．１４７ ０．１７

结合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ＥＳｓ 得到变化情况的空间分布（图 ６）。 受气温与降水等自然因素变化和人类活

动干扰影响，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城市边缘区的粮食供给、碳储存、土壤保持和产水量大部分区域为减少，减少区域

的面积分别占该区域的 ８５．２９％、８８．４５％、８７．６９％和 ７３．５３％，其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相似性，主要位于建设用地

快速扩张区，如常熟市、吴江区等。 粮食供给和碳储存增加区域分布相对分散。 受近些年风景名胜景点及设

施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影响下，文化服务的增加区域占比达 ６４．１６％，其减少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张家港市、常
熟市和太仓区。 氮输出量和磷输出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相似性，减少区域占比高，分别占该区域的

８５．０８％和 ７４．２９％。 生境质量增减区域占比相似，分别为 ４７．０６％和 ５２．９４％，整体呈“生境质量增减区域全区

交互分布、局部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
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相互作用及动态演变分析

３．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性分析

根据图 ７ 所示，蓝色系表示正相关，红色系表示负相关，圆形越大则绝对值越大，表明权衡或协同程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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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情况及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２

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区 ７ 种 ＥＳｓ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均通过 ０．０５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相关

系数绝大多数小于 ０，以权衡效应为主，协同效应较少，整体权衡关系呈减弱趋势。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粮食供给与土壤保持、产水量、生境质量、文化服务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负，呈不同程

度的权衡关系，和生境质量的权衡效应最强，分别为－０．５４ 和－０．７７。 此外，建设用地增加使得地表密实化，粮
食供给－产水量之间权衡效应波动性减弱，从－０．６５ 上升至－０．４７。 调节服务如土壤保持和水质净化、碳储存

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两对 ＥＳｓ 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协同效应均明显增强，但总体上土壤

保持－水质净化之间的协同效应较高于土壤保持－碳储存的协同效应。 支持服务（生境质量）和调节服务（土
壤保持、水质净化）、文化服务主要表现为正相关性，２０２２ 年和文化服务正相关性最高，为 ０．９６。 产水量－碳储

存之间为协同效应，说明耕地转换为固碳能力较弱的建设用地，固碳能力减弱使得碳储存服务下降，在降雨量

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产水量－碳储存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波动性减弱。 生境质量与碳储存、产水量存在显著

的权衡效应，生境质量－产水量之间权衡效应不断增强，生境质量⁃碳储存之间权衡效应波动性减弱，说明水域

面积增加，促成了生境质量上升而碳储存下降的权衡效应，且在降雨量减少的情况下出现了产水量和生境质

量权衡效应。 文化服务与产水量、粮食供给、碳储存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三对 ＥＳｓ 间存在权衡效

应，其中文化服务－粮食供给、文化服务－产水量之间权衡效应不断增强，文化服务－碳贮存之间权衡效应波动

性减弱，总体上文化服务与产水量的权衡效应最强，增幅为 １５％。
３．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簇动态演变和优化策略

运用自组织映射网络方法识别出苏州市边缘区最优生态系统服务簇数为 ５ 类，根据服务簇内占主导地位

的 ＥＳ 和 ＥＳｓ 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命名，苏州市边缘区村域尺度形成生态服务协调簇、生态服务失调簇、生态保

育簇、生态游憩休闲簇以及生态风险加剧簇，各类服务簇的时空分布以及转移情况示于图 ８。 其数量变化和

空间演化呈现如下特征：
（１）数量关系上：
①生态服务失调簇与生态风险加剧簇是苏州市城市边缘区主导的生态系统服务簇，研究期间分别呈明显

下降或上升，减幅及增幅分别为 １７．１８％和 ５４．５１％。 而生态服务协调簇与生态游憩休闲簇的村庄数量有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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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生态系统服务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及其变化趋势

Ｆｉｇ．７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２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ＦＰ： 粮食供给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ＣＳ： 碳储存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ＷＹ：产水量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ＨＱ： 生境质量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Ｃ： 土壤保持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Ｎ：氮输出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ｕｔｐｕｔ；ＴＰ：磷输出量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ＬＡ：文化服务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表示在 ０．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相关、∗∗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

降，生态保育簇基本保持不变。 ②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间，在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人为活动对城市边缘区生

态系统严重干扰的情况下，许多村庄的 ＥＳｓ 权衡程度强化，主要表现为生态服务协调簇向生态服务失调簇、生
态风险加剧簇转变，转变类型分别占 ２４．６％、２５．１％。 １１２ 个村庄由生态服务失调簇转变为生态风险加剧簇，
转变率为 ２６．７％。 另外，分别有 ３１ 和 １５ 个村庄发生了反向转化，由生态服务失调簇和生态游憩休闲簇转变

为生态服务协调簇。
（２）空间演化上：
①生态服务协调簇各种生态服务供给能力均较高，组成结构均衡，呈现高值协同关系。 ２０１０ 年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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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区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空间分布及演变轨迹

Ｆｉｇ．８　 Ｍｏｄ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２

１９．９３％，至 ２０２２ 年总体减少 ４４ 个，降幅为 ２４．０４％，主要位于吴江区、相城区和昆山区，空间分布较为分散。
对于现有的生态服务协调簇，其中有较大部分从生态系统服务失调簇转变而来，这类村庄多集中分布在水域

面积较大的地方。 结合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来看，耕地、草地等转为水域，受湿地保护修复措施以及退渔还湖等

政策多措并举的影响，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高，形成了多种 ＥＳｓ 协调的特征。 未来要

对生态空间的质量与空间结构继续进行动态监测，保持 ＥＳｓ 的协同发展，进一步优化现有生态框架，妥善安排

长期建设于生态框架内。 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同时维系城市边缘区湿地空间的生态安全，充分发挥湿地生态

的溢出效应，提升其景观功能多样性，促进多重 ＥＳｓ 供给能力。
②生态服务失调簇除产水量和碳储存服务较高外，其他服务供给能力均较低，处于权衡状态的 ＥＳｓ 占比

最高。 ２０１０ 年在服务簇中占比最大，为 ４５．６４％，２０２２ 年下降至 ３７．８０％，集中分布在张家港市、常熟市和太仓

区一带以及吴江区南部村庄。 该区域由于建设用地增加更快，林地、草地覆盖率较低，碳储量呈下降趋势，受
降雨量减少的更大影响使得产水量也趋于下降，产水量－碳储存呈协同效应，但与其它调节、供给和文化服务

表现出权衡关系。 未来应严格控制该类村庄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以 ＥＳｓ 短板治理为主，比如为改善耕地减

少带来的粮食供给与其它服务的权衡关系，需在适宜农业生产的地区，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前提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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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林业生产空间的强度和利用效率，采取措施加强农林业的立体优化配置，探索多种农林业生产模式，实现

各 ＥＳｓ 的协同，提高生态空间的综合效益。
③生态保育簇表现出较高的生态效益，其特点是以调节服务（土壤保持、生境质量、水质净化）为主导，但

粮食供给能力较低，可能与海拔较高、人为干扰较少、森林覆盖率较高有关，生境质量服务能力在所有服务簇

中最高。 其主要集中分布在吴中区、虎丘区林地和丘陵地带，在复杂的城市生态系统中发挥着提供多样 ＥＳｓ
的重要作用，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间占比皆最小，分别为 ３．０５％和 ３．２７％，整体保持相对平稳状态。 对于该类型

的村庄，必须严格限制非生态用途的生态空间占用，减少对自然植被的破坏，保持其完整的生态结构、完备的

生态功能和空间，提高维护生态安全的能力。 同时应进行适当的生态补偿，以弥补村庄对于整体生态系统发

挥综合效益所作的贡献；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对于一些可适当进行开发的村庄，如金庭镇、光福镇等一

些自然风景区，在维护原有林地、水域良好的同时，合理低干预地进行生态旅游开发，开发力度需控制在生态

适应性演变的架构之中。
④生态游憩休闲簇以文化服务为主导，文化服务能力在所有服务簇中最高，其它服务均较好。 ２０１０ 年占

比为 ４．７９％，２０２２ 年下降至 ２．７２％，总体减少 １９ 个，且 ２０２２ 年在服务簇中占比最小。 分散分布在太仓区西

部、吴江区东部以及常熟区南部村庄，自然条件优越，建立了多个森林公园和水乡古镇等旅游景点，提供一定

的景观美学和生境质量服务。 经济活动和开发建设使得土地趋于破碎化，导致该类村庄的文化服务和其它

ＥＳｓ 之间产生权衡效应，有 ７ 个转变为生态服务失调簇。 为了寻求居民福祉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该类村

庄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交通便利，加上政策支持为提高游憩休闲服务能力的同时，要加强污染防治，注
意修复生态环境，通过灰绿基础设施配合减缓现存问题，确保开发建设活动在当地的生态承载力范围内。 另

外，注重绿道网布局与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相结合，通过功能安排、游憩活动组织等方式形成各具特色的绿道

游览路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和双赢。
⑤生态风险加剧簇。 相较于其它簇，离城市中心更近受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影响较大，生态系统趋于风险

加剧，除产水服务较高外，其余 ＥＳｓ 供给能力均较弱，且该部分产水量服务并不能被直接利用。 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占 ２６．５８％和 ４１．０７％，总体数量增加 １３３ 个，是变化最大的生态系统服务簇，２０２２ 年在所有服务

簇中占比最大。 空间变化比较分散，分散分布在苏州市边缘区城市建设用地占比更大且扩张更快的密集地

区。 大面积的耕地、水域和林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生态用地被挤占，导致了水质净化、土壤保持和碳储存服务

呈减损状态，容易加剧村庄各类 ＥＳｓ 的权衡效应，生态环境压力相对较大，易对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风险。 未

来有必要严格控制新增开发区位，加强生态管控，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空间进一步退化和景观格局破碎化的趋

势。 优化生态空间的中微观格局，在考察土地利用和开发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生态环境整治和恢复，针对拥有

重要水域和湿地的村庄，结合水生态修复工程和湿地保育工程，提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平衡能力，防止不可逆

破坏。

４　 讨论

（１）城市边缘区的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系

当城市中心的土地资源与价值开发趋于过饱和，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及人们逐利的驱动下，更靠近城市

中心的城市边缘区由于其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土地价格低廉、地理位置便利等条件往往成为城市空间拓展的

重点区域。 这种为获取更多资本增值的经济理性逻辑表面上推动了城市建设，但是由于缺乏生态理性，其指

导下的粗放化规划容易导致土地资源浪费、侵占生态空间，使得生态结构被破坏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受到干

扰，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埋下了隐患。 当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时，其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

系分析结果与将其作为独立地理单元分析的结果有所不同。 本研究表明在研究区 ２８ 对 ＥＳｓ 关系中，１１ 对关

系呈强权衡关系，５ 对关系呈强协同关系，其他 ７ 对关系为弱协同关系。 以苏州市整体区域土壤保持⁃产水量、
粮食供给⁃生境质量为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均通过 ９９％的置信度检验（Ｐ＜０．０１），土壤保持⁃产水量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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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分别为 ０．１０ 和 ０．０８，呈现弱协同关系，而对苏州市城市边缘区进行单独分析时，土壤保持⁃
产水量在 ２０２２ 年为弱权衡关系。 另一方面，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２ 年粮食供给⁃生境质量相关系数在苏州市整体区域

层面分别为－０．３６ 和－０．３１，较城市边缘区权衡程度均有所下降。 总体来说，相关变化成因可表明区别于整体

区域的研究，对城市边缘区进行更高精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放大 ＥＳｓ 间复杂相互作用关系的局部空间

差异。 城市边缘区受到城乡双向交互影响，其内部 ＥＳｓ 矛盾高于整体区域。 区别于相关生态研究［２—４］多从城

市规划政策下人为划定的静止区域中直接划分出城市边缘区，结合指标进行精准识别作为划分依据，有利于

动态化和精细化管理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的 ＥＳｓ 协同。 此外，除在市级空间对城市边缘区进行单独划分的

研究，未来可结合 ＥＳｓ 尺度效应上升到省级、城市群等较大尺度的城市边缘区作更多讨论，其对于区域一体化

背景下的跨尺度生态空间面临的风险可提供指导意义。
（２）村级尺度的动态演变视角下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 优化

ＥＳｓ 权衡协同作用的时空共现性与 ＥＳｓ 的时空共现性相同，将多种 ＥＳｓ 的权衡协同作用缩减为 ＥＳＢ 的形

式，基于村级尺度可以更有效地识别不同村庄的主导 ＥＳｓ 及权衡关系特征。 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

下，土地利用强度的变化对主导 ＥＳｓ 及权衡关系特征的演变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位于过渡性

地带动态变化显著的城市边缘区，结合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转换轨迹（图 ９）有助于追

溯村庄 ＥＳｓ 权衡演变成因，可为制定并实施差异性优化策略和管理提供有效方法。 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相

互转化主要发生在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之间，以耕地的面积减少最多，其中有 １９１．９ｋｍ２的耕地向水域转移，
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最多，总共增加 ９２６ｋｍ２。 结合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建设用地的扩张呈现以各区城市中心往

外辐射的环型空间拓展结构特征。 和各分区相比，张家港、常熟市的集中式蔓延和吴江区南部的分散分布式

增加尤为明显，建设用地增幅最大，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市政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业更新迭代速度加

快，其生态空间格局遭到破坏的程度更甚［４０—４１］。 结合空间转移轨迹，该区域的村庄主要为生态服务协调簇转

向生态风险加剧簇，且生态风险加剧簇与生态服务失调簇有连接成片趋势，一定程度上可表明生态风险加剧

簇的演变与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具有一致性，这与冯兆等人［４２］ 对城市区域服务枯竭簇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

性。 为促进 ＥＳｓ 协同，该类村庄亟需进行生态重塑，以用地布局结构问题治理为主，优化生态空间的中微观格

局，降低生态权衡风险，逐渐恢复生态与人居环境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此外，城市边缘区作为受城市化和乡村

城镇化双向作用力的复杂过渡性地带，各个村庄自身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区位优势的不同，除土地利用变化外，
未来可从内在、外生驱动力多角度进行影响机制分析，通过认识 ＥＳｓ 权衡协同作用驱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识

别村庄生态系统服务簇演变的关键因素及影响因子的交互性，提出更加多元化和切实可行的优化建议。
（３）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在城市边缘区 ＥＳｓ 功能评价、权衡协同关系、村庄 ＥＳＢ 类型分化等方面作出一定探索，但仍存在以

下一些问题：①研究方法上，文化服务主要选取风景名胜 ＰＯＩ 进行分析，以游憩休闲为主，未来可丰富文化服

务评估的维度进行更全面分析，例如结合问卷调查等从居民角度量化文化服务。 研究仅分析了 ＥＳｓ 权衡协同

关系在全局空间上的变化，未对空间上局部的 ＥＳｓ 权衡协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未来可结合空间自相关性可

进一步探讨不同高低值区域以便对不同乡村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并提供决策依据。 ②研究应用上，后续研

究可进一步结合元胞自动机、遗传算法、粒子群算法等模型或算法模拟土地利用演变趋势进而揭示 ＥＳｓ 及相

互关系变化规律，合理预测生态系统服务簇未来的格局，提出更加合理的生态系统风险管理策略。 ③研究内

容上，本文仅讨论 ＥＳｓ 相互作用关系，未来可结合生态学的尺度效应，如微观尺度的要素或宏观尺度的生态安

全格局，探究各个环节之间的耦合差异性关系，为缓解城市边缘区人地关系矛盾提供多元化的生态指导。 其

次，该研究仅分析了边缘区 ＥＳｓ 功能的演变特征，未来可结合影响因素和时序数据对内在机理和驱动机制的

空间异质性进行进一步探究，提出更加科学有效的优化建议。 最后，农民、城市居民、政府、开发商和其他团体

都是城市边缘区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可结合利益相关者对结果进行讨论，通过分析他们对 ＥＳｓ
权衡决策的态度，制定满足当地居民对生态系统日益增长的需求的相关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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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关系及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演变轨迹

Ｆｉｇ．９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５　 结论

本文首先对苏州市城市边缘区进行识别，在此基础上对其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２ 年 ７ 种 ＥＳｓ 进行量化，利用相

关性分析探究多种 ＥＳｓ 间的交互关系，使用自组织映射方法判断各个村庄主导 ＥＳｓ 类型和协调特征的时空分

异特征及演变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１）基于村级尺度识别得到苏州市城市边缘区 ９１８ 个村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大部分以各

区中心为核心，呈环状集聚分布在各区中心附近。
（２）从 ＥＳｓ 量化及时空演变分布特征来看，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间粮食供给、碳储存、产水量、生境质量、土壤保

持、氮磷输出量呈下降趋势，文化服务整体上升，碳储存降幅最明显。 相互作用关系以权衡效应为主，协同效

应较少，且整体权衡关系呈减弱趋势。 除生境质量、文化服务总体呈现增减区域交互分布外，其它 ＥＳｓ 分布较

为相似，主要呈现减少区域大面积集中，增加区域分散式分布的特征，退化显著。
（３）苏州市城市边缘区 ７ 种 ＥＳｓ 在空间上共现形成 ５ 种服务簇，分别为生态服务协调簇、生态服务失调

簇、生态保育簇、生态游憩休闲簇以及生态风险加剧簇。 生态保育簇主要分布在以林地为主的西南部，生态服

务协调簇主要分布在以水域和农田为主的东南部，生态风险失调簇和生态风险加剧簇主要分布在东北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苏州市城市边缘区生态保育簇、生态游憩休闲簇空间格局较稳定，演变轨迹主要发生在生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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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协调簇、生态服务失调簇与生态风险加剧簇之间，生态风险加剧簇变化最大，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密切相关。
（４）分析城市边缘区村级尺度不同阶段的 ＥＳＢ 演变轨迹，对各个村庄不同程度的生态权衡问题提出优化

策略，指导城乡可持续发展。 对于生态服务协调簇，动态监测其生态空间变化，保持 ＥＳｓ 的协同发展。 对于生

态服务失调簇和生态风险加剧簇，以 ＥＳｓ 短板治理为主，进行生态环境整治和恢复，提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平

衡能力。 对于生态保育簇，加强保育，严格管控并限制开发。 对于生态游憩休闲簇，需完善蓝绿基础设施网

络，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惠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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